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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责任视角下农村早婚形成机制及脆弱性研究
——基于黔东农村的田野调查

王子阳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我国主流婚姻模式虽然已转型为晚婚，但是在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持续存在早婚现象。基于黔东农村的实证研究

发现，父代的低度代际责任是当地农村青年早婚不断涌现的主要原因，它在婚恋方式、生育观念和婚姻决策等方面都影

响着早婚的产生。养育责任中的底线逻辑导致家庭规训的缺位，从而助长了青年自由恋爱的过早发生。教育责任中顺其

自然的观念延缓了生育观念的现代转型，早孕倒逼结婚成为地方性知识。婚姻责任中的有限资源支持削弱了父代对子代

婚姻的经济宰制，进一步强化婚姻决策的自主性。值得警惕的是，由于缺乏联结家庭生活的强整合与牢固的家庭情感，

大部分早婚家庭难以长久维持下去，最后往往以成婚不成家而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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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回顾

婚姻对人类社会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关系

到整个社会是否健康、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而且

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质量、生活质量及生命

质量产生重要影响［1］。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初婚年龄不断推迟，无论

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初婚年龄都随着代际而逐渐推

迟［2］，从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上我国主流婚姻模

式已属于晚婚［3］。吊诡的是，当前西南部分农村

地区的早婚①不仅一直存在，而且初婚年龄呈现

出不同程度的提前，80 后的爷爷奶奶正在成为当

地司空见惯的现象。与这一现象相关的是 2015 年

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15 岁~17 岁已

婚青年人口，占 15~19 岁已婚青年总人口的四分

之一，并且由于我国初婚年龄始终存在城乡差

异［4］，这就意味着相比于城市地区，农村早婚现

象不仅存在而且还可能更加突出。学界虽然从宏

观数据对比和田野调研中发现，农村早婚并没有

成为逝去的历史现象，但对于其生成的核心因

素、作用机制以及家庭影响缺乏整体性挖掘。基

于此，本研究尝试借助家庭代际责任的视角，以

西南农村地区为例，对早婚现象的生成和影响进

行思考拓展，梳理其内部关键作用机制。在国家

不断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的今天，研究

农村早婚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进一步丰富乡村青年

婚姻形态嬗变的认识，还是在现实层面推动新型

婚育文化构建，都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目前学界对农村早婚现象的生成分析可以归

纳为以下三种主要研究视角：第一种是社会文化

①    结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学界研究共识，本研

究将早婚界定为当事者至少一方以早于国家法定结婚年

龄而达成事实婚姻关系的行为。

王子阳 . 代际责任视角下农村早婚形成机制及脆弱性研究——基于黔东农村的田野调查  ［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
22 （2）：99⁃107.
WANG Ziyang.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vulnerability of early marriage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n the rural areas of eastern Guizhou ［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
ence Edition），2023，22 （2）：99⁃107.
DOI：10. 13842/j. cnki. issn1671⁃816X. 2023. 02. 011

收稿日期：2022⁃07⁃02  修回日期：2022⁃08⁃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边境跨境婚姻问题与边疆社会稳定研究”（19BSH031）
作者简介：王子阳，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22 卷 （第  2 期） 2023 年

价值视角。中国人的本体性价值更多来自对祖先

的崇拜和子孙延续事业的热情［5］，因此，中国传

统生育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早婚早育、重生

男轻生女的生育价值体系之上的［6］。对于父代来

讲，为子女结婚成家不仅是必须要完成的人生任

务，还是自我人生价值意义的实现载体。因此，

父母总是希望子女可以尽快完成结婚大事，了却

心头大事而得以尽快安享晚年［7］，以至于出现父

代养老倒逼子代婚姻的现象［8］。身处其中的农村

青年不管是被动早婚还是主动早婚，在长时间社

会 文 化 的 浸 泡 下 也 早 已 习 惯 性 地 接 受 了 早 婚

行为。

第二种是人口性别结构视角。这一视角认为

农村早婚现象背后是社会人口性别结构问题的反

映。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我国古代早婚盛行最

基本和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口性别结构不平衡［9］，

历史上中国男女比例长期保持失调，女性成为争

相抢夺的稀缺资源［10］，早婚家庭普遍呈现出女大

男小的特点［11］。同时，在当前农村婚姻市场中性

别失衡尚未得到扭转，经济困难未婚男性彻底沦

为单身汉的风险不断增大，为此父代不惜通过家

庭内部代内剥削的方式，强迫女儿早婚换取儿子

结婚所需要的高额婚礼支付［12］。在农村性别失衡

短时间难以转变的背景下，以“结婚未成年”为

表征的早婚其实已经超越了文化传统限制［13］，成

为男性青年在婚姻挤压过程中家庭能动性表现和

策略性的选择［14］。

第三种是个人生活需求视角。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网络信息的传播，以及遗传因素的改

变，造成青年性成熟提前［15］。特别是在进城务工

后，原有村庄社会伦理规范和道德舆论约束力减

弱，性观念更趋开放［16］，再加之周围存在大量同

龄异性，更容易催生性行为发生［17］。部分远离家

乡的青年农民工出于生活无聊和内心情感空虚，

往往更愿意寻找合适的异性生活陪伴者加以慰

藉，在后续同居过程中建立起事实婚姻，并随后

奉子成婚［18］。另外，青年自身到达一定年龄阶段

后也会产生婚姻焦虑，尤其是农村男青年希望早

日成家以建立对符合道德规范的性的渴望［19］。此

外晚于同龄人结婚还会招致周围人的污名化认

知，这也促使农村青年主动选择早婚以免被人觉

得不正常或能力低［20］。

通过上述相关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学界

从不同视角对农村早婚进行了丰富和深刻的研究

分析，然而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尚有可以进一步分

析的空间。首先既有研究总体上是将早婚生成置

于“社会—个体”关系序列结构中加以谈论，忽

视了家庭对早婚内在影响的存在，家庭主要是被

当作外部环境变化的作用对象和结果应对者，而

非有主体能动性和形塑性的结构场域，从而在早

婚生成分析中呈现出明显去家庭化表征。无论是

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作为行为主体的个

人首先生活于家庭中，行为方式的选择并非只是

基于简单的利己逻辑，家庭结构始终是难以挣脱

的桎梏，构成个体行为选择表达的深厚底色。其

次既有的研究由于缺乏家庭的主体性视角，将家

庭影响的关键因素即代际责任，统视为一般意义

上的无差异抽象存在，忽视了代际责任的地区差

异性及其内在关联性。比如不同于华北农村地

区，西南农村地区的代际责任具有低度特征，但

是在两地农村地区却同样发生大量的早婚。实际

上，不同农村地区的代际责任具有不同的特征，

即使同一变量因为在不同地区，其实践作用的具

体机制也会随着改变。

有鉴于此，本研究拟从代际责任的视角出

发，立足于家庭场域中理解早婚的生成机制以及

早婚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探讨西南农村青年早

婚的形塑以及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本

研究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于笔者于 2021 年 3 月在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茶村进行的为期 20 天的驻村

调查。本次调研详细调查了该村青年的婚姻情

况，调查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等

方式获取经验材料，进行深入分析。调查发现，

农村青年早婚现象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代

际责任的强弱是形塑早婚的关键影响变量，是理

解当地农民早婚行为的重要分析视角。笔者前期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济源市、驻马店市、商丘市

的部分农村的田野调查，亦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区域比较资料。

二、西南农村青年早婚的特征  

（（一一）） 田野概况　田野概况　

茶村是一个汉族为主的村寨，海拔在 436~
930 米，山高坡陡，耕地零碎化比较明显，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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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不足 0. 07 公顷，主要种植玉米、水稻、辣椒

和蔬菜等，养殖主要是以猪牛鸡鸭为主，农业生

产呈现出自给自足的特征。全村现有 402 户，

1745 人，5 个自然村寨，经济收入来源主要以外

出打工和当地经商为主。不过当地人外出打工不

稳定，一般在结婚后就长时间在家，在附近打临

工或者从事建筑装修等工作。茶村为当地街道所

在地，具有经商的先天地理优势，但受本地市场

区位距离远近的影响，茶村村寨内部经济呈现出

明显分化，所以对茶村的调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当地的普遍情况。

村寨的社会结构保持比较完整，中年村民和

年轻村民都对村寨存在长远稳定的生活预期。当

地通婚圈是以镇域范围为主，跨村寨间通婚比较

普遍。不过，以前主要是以介绍婚为主，现在则

主要是以自由恋爱为主，初中未毕业或者毕业后

一两年就结婚的现象比较普遍。男女双方对家庭

经济条件不太重视，女方家庭对彩礼不存在什么

硬性要求，通常是以男方家庭的心意为主，彩礼

金额比较弹性。男女之间更加注重彼此交往中的

情感体验，父代基本上不会干涉。因此，现在当

地大龄未婚男性多是受限于性格内向、不善于语

言表达等。

（（二二）） 农村青年早婚特征　农村青年早婚特征　

初婚年龄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一个社会中婚姻

和家庭的变迁，而且会对国家的人口再生产产生

巨大的影响［21］。目前学界和政策界对早婚定义基

本上以按照是否达到国家法定结婚年龄进行判

定，1950 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 《婚姻法》 规定

男性结婚不得早于 20 周岁、女性不得早于 18 周

岁。1981 年正式实施的新 《婚姻法》 对男性和女

性的婚龄又各自增加了两周岁，此后 《婚姻法》

虽然历经修订，但是对男女结婚年龄的规定一直

没有改变。在茶村 20 天的田野调查中，通过对村

庄青年早婚案例的分析，发现茶村早婚现象具有

以下特征。

第一，早婚的婚恋方式以自由恋爱居多，父

代主导的介绍婚较少。早婚的年龄正好是处于青

春叛逆期，早婚青年虽然缺少足够的社会经验，

但是独立于父代的自我意识却快速觉醒，他们对

情感不仅有急迫的渴望，还更强调获得自我体验

的权利。男女青年通常只有在出现意外怀孕后才

会选择将自己的恋情告知父代，随后中断学业结

婚。父代在早婚的整个过程中更多的是一种被动

善后的角色。可以讲，当事双方的男女青年才是

婚姻进程的实质主导者。

第二，早婚的发生往往都伴随着早孕，早孕

成为早婚的必要条件。男女青年在恋爱过程中，

一旦发生怀孕的情况，父代就会赶紧帮助子女完

婚，继而提前进入婚姻生活。以至于在当地形成

了一个默会知识，即只要当子女主动向父代提出

想要结婚时，父代就会马上明白子女已经发生了

怀孕行为。另一方面男女两方如果一直没有发生

怀孕的情况，父代则不会催促子女结婚，其中表

达出当地人对早孕所代表的女性生殖能力的重

视，而这种重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青年结婚年

龄 ， 同 时 还 在 无 形 中 对 早 孕 行 为 进 行 了 去 污

名化。

第三，早婚主体主要是女性，年龄集中在

15~18 岁。在其它农村地区，往往是男性的结婚

年龄小于女性或者接近女性年龄，但是在茶村早

婚案例中女性的结婚年龄普遍小于男性，女性早

婚现象多于男性，年轻女性构成了当地早婚主

体。在初中学校或者职业中学期间，一些女性和

周围的异性青年发生性关系，发现怀有身孕后在

双方家长敦促下匆匆结婚成家。同时由于女性年

龄尚未达到国家法定结婚年龄，常常是结婚后过

几年再去民政部门进行正式登记。

三、低度代际责任：茶村早婚实

践的形成机制  

从上述关于早婚特征的归纳中，可以发现，

父代无论是在婚恋方式、早孕以及婚姻进程方面

都不发挥主导作用。为理解当地的早婚实践，本

研究将代际责任作为解释视角。从生命历程与人

生任务的视角来看，父代对子代在抚育所形成的

代际支持中比较重要节点为将子代养育成人、对

子代的教育投入、帮子代结婚成家、为子代带孩

子［22］。因此，可以将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细分

为养育责任、教育责任、婚姻责任和隔代抚养责

任等四个方面。养育责任主要是父代对子代的日

常成长养育，教育责任则体现为父代对子代教育

的预期和投入程度，婚姻责任包括父代对子代结

婚的重视和投入，隔代抚养责任是父代将抚养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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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视为一种人生任务。但是从早婚的生成过程

看，隔代抚养并不构成早婚的必要因素而只是早

婚后的一个结果，难以在早婚生成中有明显体

现。代际责任程度影响着青年婚姻行为的不同实

践，与华北农村父代对子代较为厚重的代际责任

有所不同，茶村中父代对子代的养育、教育和婚

姻整体上都表现出一种低度的特征。那么低度代

际责任又是如何具体形塑早婚的呢？

（（一一）） 底线式的养育滋生出个体早恋空间　底线式的养育滋生出个体早恋空间　

当地早婚现象并不是父代主导而成的，基本

上是青年个体自由恋爱的结果。早恋是早婚的第

一步，但是为什么父代却没有对早恋行为及时加

以遏制呢？这背后与父代对子代的养育程度有

关，当地父代对子女的日常成长养育是一种不违

法的底线式要求，“只要在外不要主动惹事、不

做犯法的事情就行”。底线式养育造成子女成长

中家庭教育的缺失，减少了对子女早恋越轨行为

的家庭规训。当地青年的早婚时间节点是在初中

毕业前后，这一阶段的青年又恰恰处于青春叛逆

期，处于父代与子代关系比较紧张的时期，子代

很少会主动向父代交流沟通，父代也会出于尊重

子代隐私和避免家庭冲突而选择消极被动的策

略，造成父代无法及时获知子代的情感变化。

当地父代底线式养育还表现在将养育责任更

多地转移到学校方面。多数父母选择把子女寄宿

到学校里，认为只要子女在学校里就没有问题，

当地父母很少会向学校主动询问子女在校学习生

活情况。而学校对学生实行的是一种分类管理，

根据成绩优差将学生编入不同的班级，每一个年

级有一个重点班，其余都是普通班。学校对重点

班的学生无论在日常教学还是生活管理几乎是倾

尽全校力量而行，对普通班的学生则更多的是以

安全为管理目标，要求仅是不公开违反学校纪律

和不能影响重点班学生学习。学生在被学校分类

到普通班后，多数不再抱有升学的渴望，从而缩

短了他们在校学习的时间。教育机会获得与递进

的差异是青少年人口群体分化的最先表现，在校

时 间 的 缩 短 意 味 着 后 面 的 重 要 生 命 事 件 的

提前［23］。

因此，在父代对子代底线式的成长养育下，

一方面子代缺少了对父代权威的敬畏，减弱家庭

对子代越轨行为的及时有力的规范。一些父母也

感叹到“早婚很多都是在学校谈恋爱，或者是打

工认识的。结婚就像开玩笑一样，父母也管不

了”。另一方面父代将养育责任转移给学校，实

质上是减少了父代对子代养育责任的履行。再加

之学校内部的分类管理，造成大部分在校青年处

于徘徊在家庭和学校之间的“游荡”状态，而这

种游荡状态极易诱发青年发生早恋行为。

（（二二）） 顺其自然的教育观延缓生育观念转型　顺其自然的教育观延缓生育观念转型　

奉子成婚现象古已有之，在农村地区也并不

新奇。但是在华北农村地区，父母出于多方面考

虑会积极想方设法在婚前堕胎，消除由早孕所带

来的婚姻和道德压力。因此，华北农村地区的早

婚发生顺序是“先婚再孕”，可是当地早婚却以

“先孕再婚”为主。如果说早恋是早婚的前奏开

始，早孕则意味着高潮的到来，基本上双方家长

一旦发现子女早孕就会敦促尽快结婚成家。所以

早孕的发现终止了两人无忧无虑的恋爱时光，加

快青年双方由情侣角色向夫妻关系的转变。

当地家庭生育观念是造成早孕与早婚形成强

关联的关键因素。现在早婚家庭中生有三个或者

四个孩子的并不少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家

庭缺少来自经济压力方面所带来的生育恐惧，父

代对子代教育责任是低预期与低投入，子代教育

的成本整体偏低。父代对子代教育秉持顺其自然

的观念，虽然会对子代尽应尽的教育义务，可是

至于能够就读到什么阶段则完全取决于子代学习

的意愿，父代对子代的教育极少具有长远规划和

高度期待。在华北地区，父代对子代教育则抱有

逆天改命的期待，通过强化家庭的整体主义发展

观念，凝聚家庭力量和整合使用家庭所有资源，

支持子代凭借上大学实现家庭阶层的向上流动，

在此过程中父代也获得了精神满足和自我价值实

现［24］。但是伴随父代对子代教育的高期待和高投

入所造成家庭生活成本的抬升，转而更加看重子

代成长的质量，形成“生的好不如养的好”的新

认识。反观当地，父代对子代教育低期待和低投

入，子代教育的成本尚不具有冲击当地传统生育

观念的力量。

父代顺其自然的教育观实则延缓了当地生育

观念的现代转型，继续强化当地社会对女性生育

能力的高度重视。从生理健康上讲，堕胎对女性

的身心产生巨大损害，会增大日后孕妇早产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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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流产的可能性，继发不孕的可能性也相应提

高。面对子女未婚先孕，父母得知后都会有所介

入，生育也从“个人事件”上升为“家庭事件”，

所以一方面女方父母因为顾及到女儿生育能力不

敢让女儿去堕胎，另一方面选择提前结婚还可以

将未婚先孕“合法化”为婚内生育［25］。伴随现在

性观念的开放以及婚前性行为增多，未婚女性因

为人工流产而导致不孕不育的可能性增加，早孕

在当地人眼中则成为女性生育能力的有效验证。

如果两个青年人谈了多年恋爱而迟迟不怀孕，反

而会让男方父母对女性的生育能力产生怀疑，所

以怀孕才结婚的顺序也暗含男方父母对女性生育

能力的考察，成为男方家庭为实现生育目标而检

验女性生育能力的策略性应对［26］。在访谈中一位

中年女性村民讲到：“我们这里现在都是先怀孕

再结婚。现在女孩子，生活也没有以前检点，今

天跟这个男人睡，明天跟那个男人睡，不知道有

没有流过产。反正感觉现在不孕不育的比以前

多。如果怀不上孩子，去做个试管婴儿，至少得

花掉十几万，家庭条件好的还能承受，一般家庭

哪有这个钱。没有孩子的话，离婚岂不是就更随

便了。”

（（三三）） 有限的资源支持强化子代主导婚姻　有限的资源支持强化子代主导婚姻　

理想的父亲应该采取一切办法保证儿子缔结

美满婚姻，接受良好教育，保持融洽的人际关

系，过上良好的物质生活［27］。在当地，子代结婚

成家却并不是父代应尽的人生任务，而是具有可

选择性履行的责任。整体上看，父代在子代婚姻

任务面前表现出有限的资源支持。

首先在支持意愿上，父代对子代的人生任务

主要是将其养育成人，而子代结婚成家则并不全

是父代的责任，子代也需要参与其中。父代只会

在不影响自己家庭生活条件的前提下对子代提供

适度有限的支持。在当地人看来，“父母只是背

景，子女自己才是江山”，“千好万好还是要自己

好，儿女再好也没有自己好”。其次在支持能力

上，本地家庭目标具有不清晰、有限性和分散性

等特征，家庭资源缺少强有力的整合统筹，造成

本地家庭积累能力比较低，以至于父代需要借助

办酒席以社会人情回馈的方式完成子代人生大

事。最后在支持需要上，本地婚姻主要以自由恋

爱为主，重要的是男女双方的情投意合。当地社

会不流行高彩礼，“一等人家低价嫁女，二等人

家等价量女，三等人家高价卖女”，往往只需要

三四万就可以完成婚姻所有仪式的花销。可以看

到，在婚姻完成中父代无论是在支持意愿、支持

能力以及支持必须性上都是低度有限的，子代对

父代的资源依赖程度不强，降低了子代对父代干

预婚姻的接受度和忍受度，子代在婚姻中有更强

的主体能动性，控制着自我婚姻发展的节奏进

程，以至于结婚成为了男女双方之间的一桩私

事 ， 早 婚 则 成 为 这 种 婚 姻 个 体 化 发 展 的 生 动

体现。

但在华北农村地区，子代成婚责任是父代不

可退出的人生义务，子代结婚成家是村庄社会评

价父代身为父母合格与否的首要标准，子代的婚

姻就是父代的事情［28］。父代基于内在伦理责任不

仅会主动操心子女的婚事，从相亲到婚礼都会举

全家之力而为。性别结构的失衡，又进一步强化

了父代资源支持在子代婚姻缔结过程中的不可退

出性。基本上华北农村地区的婚姻成本是由父代

承担，男方除了要向女方支付高额的彩礼外，还

要满足女方提出城市购买商品房的要求。父代对

子代的婚姻具有较多介入空间和正当性，难以出

现以子女主导为主的早婚，何时结婚并非子女自

己能够决定，而更多是由父母说了算。

四、成婚不成家：农村早婚家庭

的脆弱性  

传统中结婚与成家是一起的，结婚寓意新家

庭的正式组建。可是通过早婚所组建的“家”却

难以持续，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性和解体风险愈发

显著。当地以前虽也曾出现早婚，后续因为可以

保持家庭稳定只是构成普通社会现象，并没有成

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现在“早离”却已经成为当

下早婚家庭的普遍结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离

婚是个体现代性增长的表现，反映出开放社会中

个体特别是女性挣脱父权社会的约束［29］。但是早

婚家庭离异的概率远远大于正常年龄结婚的家

庭，其所折射出婚姻的脆弱性是不容忽视的，其

中家庭生活的低度整合及其感情纽带的松散联结

构成当地早婚家庭脆弱性的主要归因。

（（一一）） 家庭生活的低度整合　家庭生活的低度整合　

生活方式既是寻求“生活意义”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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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也是通过对生活资源的有效配置追寻生

活质量的行为方式和方法［32］。换言之，生活方式

的讨论实则是如何在安身立命中实现美好生活秩

序的追问。从个体实践的角度来看，家庭生活仍

然是个人生活方式的核心，农民的超世俗价值和

生命意义的构建是在家庭生活延续中完成的［33］。

在过去，家庭成员之间的生活是高度关联，

家庭生计模式主要是以在村庄务农为主，家庭生

产与生活是处于同时空的场域之中。所有家庭成

员围绕着共同生产形成紧密合作，并因为有完整

的共同家庭生活过程，增强了夫妻之间的亲密关

系。过去青年人即使很早结婚，但由于马上可以

被吸纳到家庭生产中的某一环节，繁荣家庭生活

内化为自我的价值追求［34］，使得婚姻关系得以长

期保持稳定。当前，现代性进村改变了农民日常

生活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家庭的现代性卷入

改变了家庭原有的要素配置模式［35］，向上流动已

逐渐刚性化为子代核心家庭生活政治的绝对正

确。与结婚不同，子代家庭向上流动所需要的资

源需要有更加高效的家庭生计作为支撑，父代家

庭的代际托举至关重要。反观当地，父代对于子

代的低度代际责任没有仅仅停留在教养与成婚

前，而是贯穿于人生发展全过程和家庭生活全周

期中。一方面，在当地人看来，子代结婚成家反

而是代际责任义务完成的体现，至于最后能否过

得住，则与子代自己的能力有关。子代成婚后，

父代便将之后收入积蓄默认用于自己核心家庭的

生活和养老储蓄，在不影响自己生活和养老前提

下父代会对子代家庭进行有选择性的支持。另一

方面，当地家庭内部没有形成高效的以代际为基

础的半耕半工的生计模式，中年父代往往是在四

五十岁便提前从外地就业市场中返乡养老，并没

有出现华北地区父代那样“死奔”。而通常此时

又正处于子代家庭发展资源刚需期，过早退守乡

村的父代由于务工收入的减少，也缺乏为子代家

庭发展提供必须代际支持的能力。

在家庭代际托举能力式微与核心家庭发展日

益刚性的不断拉扯中，借助家庭代际内部的生活

整合而实现子代家庭向上流动的可能甚微，子代

唯有依靠外出务工才有可能真正推动家庭发展目

标的实现，不过目标的实现也同步增加婚姻维系

的不确定性。为了稳固婚姻关系，当地新婚夫妇

不会马上外出打工，尤其是让女性单独外出，一

般是在女性停止生育且孩子渡过了哺乳期后再一

起外出，多是以进厂为主。但是资方基于工作生

产效率会根据岗位实行不同的时空规训，在此规

训体制下双方可能会因为工作的不同造成生活时

空的分隔，降低了双方的联系密度和共同感。与

此同时，双方社会交往却都在不同程度地加以扩

展，与异性相处的机会有所增加。根据婚姻搜寻

理论，大量异性的存在不仅增加了接触到潜在的

初婚和再婚对象的机会，也增加了认识更为理想

配偶的机会［36］，但在目前中国婚姻市场中农村青

年女性的配偶替代可及性优于农村青年男性已是

不争的现实，显著影响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

对男性农民工的影响则不显著［37］。人口流动所带

来的婚姻市场性别数量和结构的转变，促使早婚

青年女性将现有配偶放到新的婚姻市场中加以对

比，在无形中重新提高择偶的标准，加剧现实与

理想的张力，导致早婚青年女性容易产生离婚和

再婚的想法。本地中年人的想法也映证女性外出

务工更可能增加婚姻解体风险，“这些结婚早的

女人，一般在婚前都没有出去打过工，没有见过

世面，认识的都是这一片的，以为自己认识的男

的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婚后女的外出打工，一看

到外面的花花大世界，哪能经受住那个诱惑啊，

不想变心都难”。

（（二二）） 家庭情感的松散联结　家庭情感的松散联结　

婚姻生活的提前到来，不等同早婚青年已经

做好了适应婚后家庭生活的充分准备。虽然通过

仪式确定了丈夫和妻子的家庭成员身份，可是这

种建立于生理差别而获得的身份，并不意味着他

们具备履行身份职责的能力。身份角色过快的转

变与家庭生活能力的不匹配，让原本尚未坚固的

夫妻关系难以经受住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

费孝通曾总结过理想的夫妇关系应具有双重

的职能：一方面是能胜任社会所交给他们抚育孩

子的事务；一方面是两人能够享受友谊爱好的感

情生活［30］。早婚青年由于年龄本身比较小，无论

是抚育经验还是家庭责任意识都是比较欠缺的，

导致婚后子女的抚育职能更多是由父代履行。一

些早婚青年生育完孩子后，就直接将孩子扔给父

代照顾，自己还是像婚前继续潇洒自由。亲代抚

育的缺席，一方面造成亲代对孩子感情的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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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感情由于缺少长时间相处和亲身付出，缺乏

深厚情感联系的建立，在离婚后无论是女性还是

男性都较少主动选择抚育孩子，造成当地年轻离

异家庭出现许多弃养型留守儿童。另一方面子女

的健康成长难以成为子代做出离婚决策的阻碍，

不同于他们的父代“只要孩子痛快了，自己痛快

不痛快的没什么”，现在子代家庭责任感正在被

个体情感体验不断侵蚀，以至于离婚权利在实践

中由兜底的保障性转化为工具性［31］，甚至简化为

个人寻求美好生活的途径。

当抚育过程中所实际产生的亲子情感无法转

化成维系婚姻稳定的力量，夫妻之间感情纽带的

重要性就显得格外重要，现实中当地早婚青年之

间的感情纽带却实难寄予厚望。现在早孕的出现

加速青年人结婚进程，缩短了他们婚前彼此深入

了解的时间，难以形成比较深厚的情感积累。匆

匆结婚后，生活从爱情中的风花雪月变成了日复

一日的柴米油盐，昔日的耳鬓厮磨逐渐被争吵冷

战所取代，原本尚不稳固的情感关系在婚后琐碎

的家庭生活中不断发生碰撞，情感缝隙随之加

剧，婚姻解体的风险往往很高。与之不同，他们

父代一辈多数属于介绍婚，从相识到结婚至少要

经过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男方会逢年过节到女

方家里走亲戚，在农忙时节会主动到女方家里帮

工干活，女方也会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里回访男方

父母。在双方不断互动中不仅加深双方父母对新

人的认识了解，而且男女双方有了更多全方位考

察彼此的时间和契机，有益于减少双方婚后生活

磨合适应的成本，进而加深男女双方的情感和强

化日后婚姻的稳定性。

五、总结与讨论  

人口是实现民族复兴最为重要的资源支撑，

2021 年 7 月公布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提

出引导社会各界正确认识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尊

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鼓励夫妻共

担育儿责任，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在此背景下，

婚姻问题不仅涉及到每一个青年人美好生活的实

现，而且还关乎到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早婚作

为当前西南地区农村青年婚姻的主要特征，其生

成及影响值得引起关注和分析。既有研究多从社

会传统文化、人口结构和个人生活需求等宏观或

者微观的视角解析农村青年早婚现象，认为农村

青年早婚实际属于家庭生活的一种应对策略，而

本研究的拓展则在于，尝试从代际责任的中层视

角分析农村青年早婚实践背后的深层机制，展现

早婚生成过程中父代的行为逻辑和内在价值支

持，并进一步探讨早婚家庭的可持续性。文章所

提出的经验问题或许具有特殊性，但是这一问题

背后所关涉农村青年早婚的生成机制，却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

笔者以西南黔东地区茶村作为个案，分析当

地青年早婚为何会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研究表

明，父代对子代的低度代际责任使得当地早婚特

征不同于其它地方。首先在养育责任方面，父代

对子代底线式的养育，导致子代有更多的自由婚

恋空间，致使青年早婚多是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

发生，而非华北农村地区父母主导的介绍婚。其

次在教育责任方面，当地家庭普遍秉持顺其自然

的教育观，父代对子代是一种低投入低期待的培

养定位，使得生育观念仍然保持多子多福的取

向。“未婚先孕”从生理意外变成了  “先孕再婚”

的生理能力检查策略，早孕成为了结婚的必要条

件，青年的结婚年龄被自然降低。最后在婚姻责

任方面，父代对子代有限的婚姻资源支持，再加

之婚姻的经济门槛比较低，致使子代对父代依赖

程度减弱，减少了父代对子代婚姻介入的正当性

和空间。子代缺少父代的经济宰制，在婚姻决策

具有了更多自主性。除了低度代际责任外，西南

社会的消遣性质、当地朋辈群体的影响以及智能

手机与网络的普及也在助推青年早婚的生成，但

是低度的代际责任仍然是影响当地早婚生成的核

心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在当地早婚发生过程

中个体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得到充分的展现，男

女青年可以自由追求个人婚姻幸福，婚姻从“两

个家庭”的事情变成了“两个人”的事情，真正

成为了一件自己可以做主的事。从这一角度看，

早婚所包含的婚姻自由确实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

现。另一方面早婚也产生出许多不可忽视的负面

后果，现实生活中早婚青年由于家庭情感的松散

联结和家庭生活的低度整合，许多早婚家庭只有

极少部分可以正常维持下去，绝大部分都是在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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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几年以匆匆离婚而宣告结束，从而产生了大量

离异家庭。据不完全统计，仅茶村所在的乡镇中

心小学就有接近 30% 的在校学生为离异子女，家

庭的破碎性必然会对这些孩子健康成长产生深远

的影响。婚姻作为家庭组建的重要方式，在承载

个体幸福的同时关系着社会的发展稳定，需要政

府、社会、家庭、学校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引导，

帮助农村青年形成积极的养育、生育和婚恋等观

念。找回婚姻中伦理责任价值，增强青年婚姻的

稳定性和家庭完整性，恐怕也是实现高质量乡村

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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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vulnerability of early marriage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n the rural areas of east⁃

ern Guizhou
WANG Ziyang

（School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Although now people tend to choose a delayed marriage in our country， early marriage is still common in some rural ar⁃
eas.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inthe rural areas of eastern Guizhou， it is found that the low degre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
bility of father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early marriages among local rural youths.  The bottom-line logic in parenting responsibility 
leads to the absence of family discipline，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free love among teenagers.  The concept of letting nature take 
its course in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y has delayed the modern transition of bearing concept， and teenage pregnancy has inevitably 
led to early marriage.  The limited resource support in the marriage responsibility weakens the economic domination of the parents 
over the marriage of the offspring， and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children's decision making pow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ue to 
the newly weds' unsolid relationship and the poor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families， most early marriages cannot maintain 
long and end up divorcing.
Keywords： Female's early marriage； Low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Rural areas in southwestern China； Marriage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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